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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奇迹产生的奥秘在于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学界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缺乏公共行政学

视角。通过开展中国发展模式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对话，发现是地方发展型政府形塑了中国发展模式

的独特性。以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生成、运行及效应为叙事线索，以经济职能履行为中轴的解释路径为

理解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公共行政学视角。依照纵向的央地关系与横向的政市关系、政社关系，将地

方发展型政府的实践图景归入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地方政府统合主义与地方制度主义三个不同的解

释框架。寻找中国发展模式的公共行政学视角，有利于重新发现中国情境下的公共行政实践，以实现

中国发展模式的深化，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贡献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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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探究促成中国奇迹产生的中国发展模式，历

来是政治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关

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缘上的邻近性、

文化上的相似性以及发展阶段的滞后性，中国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东亚新兴经济体经验的影响，

使得发展型国家模式成为中国发展参考的经验

样本[1]。如今，中国崛起于世界，实现了从落后

时代、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其发

展经验也逐步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和共

享。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努力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持续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仍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并且，在

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构建与完 

善新发展格局依然是较为紧迫的时代课题。因

此，产生于东亚国家或地区并用来解释发展中国

家经济增长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并没有过时。 

当前，关于发展型国家模式的研究主要围绕

国家能力(优秀官僚与国家自主性)与产业政策

(干预市场与扶持产业)两大要素展开[2]。其中，前

者立足于政治结构，属于典型的政治学议题；后

者指涉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经济

学议题。从应然层面上讲，兼具跨学科、综合性

与应用性等特征的公共行政学，在推进中国发展

模式、发展型国家等跨学科议题的研究上更具优

势，但现实中却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贡

献。马骏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水平近年

来虽不断提升，并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但

由于已有的知识体系倾向于关心工具层面的问

题，从而将关乎国家与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拱手

相让给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3]。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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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也强调，当大家津津乐道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伟 

大成就时，却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在这一发展过

程中作过的决定性贡献[4]。可以说，关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公共行政学视角是探究

中国发展模式不可缺少的研究面向。 

 

二、中国发展模式与发展型国家理

论的对话 
 

在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中，发展型国家理论

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视域[5]。发展型国家理论源于

美国学者约翰逊对日本发展模式的研究，随后成

为解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新兴国家经济

腾飞的主流理论，其内涵是“国家以经济发展为

首要目标，能够自主性地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通

过实施各种积极的产业政策以有效地介入市场，

从而推动国家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6]。近年

来，国内学者陈玮在发展型国家议题上做出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并认为发展型国家理论再次

复兴的关键在于其对中国案例的解释，促成相关

理论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是中国学界的使 

命[7]。张振华也明确指出，从发展型国家的角度

来总结中国经验，不仅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的

发展道路，还可以更好地阐明中国发展模式的世

界意义[8]。 

然而，国内外学界运用发展型国家理论研究

中国发展模式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形成累积性的

成果与一致性的共识导致中国发展型国家的身

份迷思始终存在。虽然美国学者 Knight[9]与国内

学者张振华[8]、耿曙[10]等人或倾向于将发展型国

家理论的意涵放宽，或将其外延缩小，或从几个

维度来提炼其核心特质，都是将发展型国家理论

视为“理念型”
①
；但是郑为元在研究中指出，“理

念型”难免会因概念化而超越历史时空成为非历

史的，发展型国家作为历史的产物，其成分具有

普遍性、阶段性、权变性、历史性和独特性，已

有的研究只是在普遍性上取得共识，在其他方面

却存在诸多不同[6]。美国学者 Tsai[11]、韩国学者

Lee[12]、中国台湾学者张弘远[13]等人倾向于认为，

中国发展的实践路径与其他发展型国家相比，虽

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关键点上还是有所

异。换句话说，反对中国是发展型国家的看法总

能找出中国发展经验与经典的发展模式之间的

差异，由此得出中国不是发展型国家的结论。需

要指出的是，若再持续采用上述路径围绕中国是

否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进行辩论，必然会陷入发展

型国家研究的内卷化困境。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尤其是被 1997 年

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之后，东亚国家纷纷遭遇前所

未有的发展困难，学界也因此展开了关于发展型

国家模式转型、发展型国家理论失效的讨论[14]。

自此，“嵌入式自主”[15]、从“治理式市场”走

向“治理式互赖”[16]等理论开始兴起，学界关于

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研究也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方

面推进。国内学者黄宗昊将上述发展型国家理论

的动态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国家中心论的第一代

发展型国家理论和社会中心论的第二代发展型

国家理论；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其

一，大陆学者用于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发展型国

家理论大多停留在第一代发展型国家理论层面；

其二，第二代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主

要来自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观察[17]。 

其实，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面向中国场景

对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研究热度远远超过发展型

国家，与发展型国家的身份迷思不同，关于地方

发展型政府的存在学界已达成共识。一些学者在

运用发展型国家理论直接对话中国发展模式时

也将分析的重心置于地方层面 [8,10,13,18]。然而，

另有学者指出，以往关于发展型国家的界定是在

假设国家(中央政府)是主导角色的基础上，将分

析的重点放在中央政策精英身上，把地方政府及

其与中央的关系从视野中抹去[19]。杨虎涛认为，

地方政府的竞争体系使得中国更类似于一个发

展型国家的集群组合。政府间既存在相互竞争关

系，又同时受中央政府的统合领导，这与东亚发

展型国家仅以某一城市为发展极的举措存在着

明显的区别[5]。中国台湾学者张弘远更是提出疑

问，当若干地方政府具有发展型国家特色，但中

央政府却呈现管制型或市场保护型特征时，我们

该如何从整体上来理解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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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扮演的角色呢？并指出从宏观层面理解中

国的整体发展，重建适宜的理论分析框架将会是

当前中国发展模式研究的重要课题[13]。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在重新审视两代发展型

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是一个独特

的发展型国家，理解这种独特性的关键在于地方

发展型政府，亦即地方发展型政府形塑了中国发

展模式的独特性。 

 

三、地方发展型政府：呈现中国发

展模式公共行政学视角的关键

变量 
 

1887 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ddrow Wilson)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观点。

后来，古德诺(Frank J.Goodnow)对政治与行政之

间的区别和关联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明确提出政

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 

行[20]。政治学涉及的是政府职能的内容，而行政

学关乎的是政府职能的履行。可以说，公共行政

学是一门面向行动的学问，而这种行动即是职能

履行。职能履行在本质上关涉行政组织的构建与

运作，是行政组织话语的元叙事。因此，公共行

政学研究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应置于政府职能履

行这一学科旨趣上。地方发展型政府以推动经济

发展为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

己任，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   

源[21]，在公共行政学的学科旨趣上体现为地方政

府积极履行经济职能。而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生

成、运行及效应分别回答了地方政府为什么积极

履行经济职能、地方政府怎样积极履行经济职能

以及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经济职能产生了什么影

响。由此可见，以经济职能履行为中轴，以地方

发展型政府的生成、运行及效应为叙事线索的解

释路径为理解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公共行政学

视角。本文基于这一解释路径对中国发展模式的

公共行政视角进行具体呈现，如图 1 所示。 

(一) 中央通过放权改革与激励设计塑造了

地方发展型政府 

在众多的比较研究中，学者经常涉及不同国

家的发展模式，诸如“新加坡模式”“韩国模式”，

但这些讨论都忽略了治理规模的影响[22]。中国庞

大的治理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发展模

式的采纳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突显了地方政府在

“上下分治”治理架构中的重要地位。 
 

 

图 1  公共行政学视角下中国发展模式的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指导下，中央履行经济职能的一个主要面向

就是通过相关的激励制度安排来提高地方政府

履行经济职能的积极性，以夯实国家履职经济职

能的组织基础。与企业组织不同，政府行政的公

共性、政府目标的多维性、政府任务的冲突性、

政府绩效的难以测量性等现实，使得政府组织激

励成为政府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23]。然而，中央

通过向地方政府实施行政放权(例如经济管理权

限、要素资源配置权限等)、财政分权与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从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等一系列举

措，为下一步构建促进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经济职

能的激励设计创造了条件[24]。可以说，尽管存在

诸多困难，但中国政府通过打好放权的“组合拳”

做好了激励。正如美国学者 Easterly 所言，把“价

格搞对”只是一个方面，而“把激励搞对”才是

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关键[25]。 

首先，在正向激励方面，中央着力构建了针

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与竞争激励等

措施，学界围绕这三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财政

联邦主义”[26]、“政治锦标赛”[27]、“县际竞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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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论假说。其次，在负向激励方面，来自科层

体制内纵向与横向双重维度的问责障碍反而为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履行提供了自由空间，学界

在这方面存在“分权化威权主义”[29]与“问责有

限的分权”[30]的理论置辩。除上述两方面外，地

方政府在职能履行过程中还存在“指令治”，该

措施既非人治也非法治，即官员不是想做什么就

能做什么，也并非总是严格遵循法律条文，而是

优先执行官方的指令[31]。上述的理论观点虽然对

地方政府激励探讨的着力点不同，解释力度也各

异，甚至“政治锦标赛”的提法还遭到学界的质

疑，但都在一定层面上诠释了中央通过建立强激

励机制塑造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精髓所在。 

(二) 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型公共政策形塑了

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地方治理，都是通过

不同类型、不同位阶的公共政策的实施来实现

的。作为地方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政策工具，发

展型公共政策
②
的落实必然与地方的社会结构、

社会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又与市场机制的运行共

存[1]。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大量的发展型公共政

策形塑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两大关系的基

本样貌。 

纯粹以政府或者以市场为中心的理论都不

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靠的是“被引导的市场”，其增长离不开政府

在场，但核心问题是政府以什么身份在场[32]。当

地方政府有了经济控制权，其总体倾向性行为是

通过扩大市场力量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函数，

而并非排斥市场力量 [33]。可以说，在市场体制不

完善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是通过发展型政策扮演

“经营之手”或“支持之手”的角色来引导了市

场的发展与完善。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特色财政

联邦主义等主流理论都倾向于认为地方政府推

行民营化改革，然而地方政府却并没有单纯地采

取民营化的策略，而是通过调整发展型公共政策

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34]。随着市场

体制的逐步完善，地方政府为了潜在的收益，在

积极履行经济职能的过程中也采取“三个清单”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措施来刺激

市场的繁荣。可以说，地方政府在经济职能履行

过程中始终抓住了发展型公共政策的“牛鼻子”，

在很大程度上培育和完善了我国的市场经济。 

回归国家学派中的嵌入式自主理论强调，经

济发展不能仅依赖政府或只依赖市场，以政府与

社会镶嵌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15]。改革开

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型公共政策推动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现代性的启

蒙。可以说，在这一进程中，经济发展不仅催生

了各种社会组织，还使得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

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获得了大幅提高。随着市

场的发展与社会力量的崛起，中央政府在评价地

方政府绩效的同时，也会将一部分来自市场、社

会的反馈纳入纵向治理机制，由此赋予市场和社

会一些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非正式权力[24]。当社

会公众面对影响自身利益诉求的发展型政策时

(尤其邻避项目)，也不再无动于衷，而是主动拿

起“弱者的武器”进行争取，并借助网络媒体的

扩散效应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因此，近年来地

方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过程中尤为注重向社会

的镶嵌，通过不断的优化发展型公共政策供给、

改善职能履行方式等来夯实经济职能履行的社

会基础。 

(三) 在不断的改革中实现绩效合法性的再

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通过一系列的放权改革

与激励设计，在地方形塑出地方发展型政府，为

全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然

而，地方政府在积极履行经济职能的过程中，也

伴随着出现了一些“成长的代价”与“成长的烦

恼”。其中，“成长的代价”指涉的是地方政府在

经济职能履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社

会问题或者环境问题；“成长的烦恼”指涉的是

随着地方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持续推动，经济增

长的边际效益会发生递减。前者会直接削弱经济

增长产生的绩效合法性，后者会降低经济因素在

绩效合法性中的主导作用，并且越来越难以弥补

前者对绩效合法性的削弱，从而导致一系列公共

事件的发生。 

为了应对大国发展过程中由于权威体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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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央

政府一方面采取了“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放

权模式，即中央政府先出台原则性文件，再赋予

地方政府制定细则的权力[35]；另一方面，采取了

“顶层设计—地方探索”的试验模式，即中央主

导总体的规划设计，选取特定地方作为试点，并

适时吸纳地方的有益经验[36]。正是上述“放权＋

试验”的改革措施使得地方政府在发展型公共政

策的供给、经济职能的履行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

差异化的探索与多元化的行动方式，在保证横向

持续竞争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政策学习机制，使得

地方政府不仅获得了经济发展的绩效增量，也使

得“成长的代价”与“成长的烦恼”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不断地被消解。需要指出的是，问题消解

对于公众而言也是一种绩效表现，与经济发展的

绩效增量一起构成了改革的红利，大幅提升了社

会公众的获得感，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

中实现了绩效合法性的再生产。可以说，为顺应

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变革的社会条件下，中国能够在保持发展

模式稳定的前提下，灵活地调整技术性的治理手

段，突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韧性。 

 

四、三维框架下地方发展型政府的 
立体型解释 

 

作为公共行政学视角下中国发展模式分析的

关键变量，地方发展型政府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

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或模式。这些治理机

制或模式是公共行政学视角下中国发展模式独特

性的中观体现，同时也促进了公共行政学基于中

国本土化经验的理论创新。为了更为系统、深入

地揭示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实践样态，我们依照纵

向的央地关系与横向的政市关系、政社关系将地

方发展型政府产生的特色治理机制或模式归入三

个不同的解释框架，即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agent 

of local developmentalism)、地方政府统合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地方制度主义 (local 

institutionalism)，由此形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立

体型解释。 

(一) 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 

现代社会在处理与各级政府关系和组织内

部关系时，主要有三种选择方式：科层控制、委

托代理和民主自决[37]。改革开放以来，放权改革

使得地方政府具备了较大自主性，并成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由中国

特色的科层控制演变为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委托

代理机制，中央与地方的整体发展模式是一种

“代理型发展主义”，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实质是

“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38]。当前，在“代理型

地方发展主义”的解释框架下，学界已积累了大

量的研究成果。 

 

表 1  地方发展型政府实践样态的立体解释 

维度

类别

解释

框架

发展型 

取向类型 

代表性 

理论解释 

央地

关系

代理

型地

方发

展主义

自主空间 

—动力驱动 

行政发包制；项目制； 

控制权理论 

明确责任 

—压力倒逼 

压力型体制；行政包干制；

目标管理责任制 

政市

关系

地方

政府

统合

主义

经营 

企业 

地方政府公司化；政府即

厂商；地方企业家型政府

经营 

城市 

土地—财政—金融发展模

式 

行政—政治—公司统合模

式 

经营营 

商环境 

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

管理理论 

界面治理理论 

政社

关系

地方

制度

主义

助力式 
民间社会的理； 

地方市场社会主义 

参与式 
政策营销； 

全过程民主 

 

1.“自主空间—动力驱动”的发展型取向 

已有的行政发包制[39]、项目制[40]、“控制权”

理论[41]等理论假说都内在蕴含了纵向委托代理

关系中地方政府“自主空间—动力驱动”的发展

型取向。“自主空间—动力驱动”的发展型取向

即是地方政府在分权中获得了自主空间，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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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求动力，从而通过与上级政府博弈来强化自

身的发展议题。上述理论假说虽然理论视角和侧

重点有所差异，但其理论内涵都不约而同地包括

分权、激励与考核等要素，并且更强调前两个要

素。其中，行政发包制在基于属地管理的“块块”

发包过程中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自主空间；项目制

是在基于纵向控制的“条条”发包过程中为地方

政府带来了自主空间；“控制权”理论是目标设

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三种控制权在分

离过程中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自主空间。然而，在

纵向信息不对称与横向制度性约束有限的条件

下，地方政府不仅要以经济指标为考核指挥棒，

还要面临着与对手展开竞争的强激励环境。在这

种强激励与弱约束的任务情境中，地方政府具有

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也可以借助一系列非

正式制度，积极履行经济职能，以追求最佳绩效。 

2.“明确责任—压力倒逼”的发展型取向 

已有的压力型体制[42]、行政包干制[43]、目标

管理责任制[44]等理论假说都内在地蕴含了纵向

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明确责任—压力倒

逼”的发展型取向。“明确责任—压力倒逼”的

发展型取向是地方政府在任务分配中明确责任，

在结果考核中寻求控制，从而通过对下级政府控

制来强化自身发展的议题。上述理论假说虽然在

理论视角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异，但其理论内涵都

包括分权、约束与考核等要素，尤其是后两个要

素。其中，压力型体制强调了地方政府在任务分

配中的层层加码与压力传递；行政包干制强调了

地方政府将重要的发展议题转化为政治任务，责

任明确到人予以承包；目标管理责任制强调了地

方政府通过目标分解，层层签订“责任状”。然

而，与“自主空间—动力驱动”的发展型取向不

同的是，地方政府处于一种弱激励与强约束的任

务情境中。可以说，这种强约束是以责任压力的

倒逼为手段、以“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为保障

来实现的。由此，地方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的过

程中常常启用“硬核武器”，诸如中心工作模式，

使得责任与压力在科层链条中演绎到极致，体现

了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型取向。 

(二) 地方政府统合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官场＋市场”的双层竞争

模式驱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塑造了中国

独具特色的政经结构、市场经济和政商关系[23]。

美国学者戴慕珍借用菲利普·施密特的国家统合

主义学说提出了地方政府统合主义的经典理论，

强调了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之间的统合关

系[45]。此后，戴慕珍又研究了地方政府统合主义

的进化：除了对少数的成功企业保持直接控制

外，还对一些重要的私有企业进行扶持 [46]。值得

商榷的是，国内学者张汉曾指出这一理论名称的

误导性和迷惑性，即戴慕珍误用了“统合主义”

这一概念，应该运用“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概

念，才能更为恰当地反映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既

具有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的企业家型的特点，又具

有以地方发展为总体政策导向的发展型模式特

征的制度混合体的题中之义[47]。 

1.“经营企业”的发展型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实施的财政分权改革让

地方政府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并获得了谋求自

身利益的动机和行动空间。地方政府开始大力发

展农村集体企业即乡镇企业，由此，乡镇企业在

全国范围内异军突起，并涌现出两种典型的发展

模式即“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学界，

国内外学者也纷纷提出地方企业家型政府[48]、地

方政府公司化[49]、政府即厂商[50]等理论假说。这

些理论假说都内在蕴含了地方政府在履行经济

职能过程中“经营企业”的发展型取向，即地方

政府通过工厂管理、资源分配、行政服务、投资

与贷款等措施直接介入企业的经营，以促进地方

经济的增长[51]。此时，地方政府就像企业一样，

用经济指标来指导自己的行政目标、组织行为与

考核激励下属部门，并积极地履行经济职能，表

现出政府角色企业化、政府行为经营化的特   

征[52]。这与怀特所谓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

模式十分接近，也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共生性

政企联盟”高度相似[10]。 

2.“经营城市”的发展型取向 

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增值税对地方财政收益

的贡献日渐式微，地方政府纷纷从“经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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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经营城市”，即地方政府将地区经济开发、

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综合起来形成的一种经济

增长点更为强劲、持久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23]。

折晓叶指出，在城市化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行

为具有行政化、政治化和公司化统合治理的特

点，并且其发展动力也不同于工业化时期，土地

已替代企业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新核心要素。政

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也变成了直接与土地和城建

有关的税收，地方政府正以新的统合方式来占

有、经营和治理辖区，以驱动新的经济增长和区

域发展 [53]。由此，在全国各地兴起了建设开发区

的热潮，学界也开启了对“经营城市”发展型取

向的长期探索，并产生了“行政—政治—公司三

位一体的统合模式”[53]、“土地—财政—金融三

位一体发展模式”[54]等理论假说。上述理论假说

虽然理论视角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其理论内涵

都在于地方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过程中通过建

设开发区来筑巢引凤，并间接扶持企业发展。这

与怀特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形态比较

类似，也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高度

相似[10]。 

3.“经营营商环境”的发展型取向 

近年来，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的“放管服”

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地方政府开

始聚焦数字化集成改革，打造高质量政务服务平

台。由此，地方政府的发展型取向又有了新的变

化，即从注重企业、土地等硬要素纷纷转向营商

环境这一软要素，并涌现出多样化和差异性的地

方探索，诸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江苏的“不

见面审批”和上海的“一网通办”等先进经验。

对此，公共行政学界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回应，并

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成果。郁建兴等人基

于“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经验提出了超越政府中

心主义治理逻辑的新路径，即“以民众为中心”

的公共管理。相较于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兴起的新

公共治理、公共价值管理等同样强调民众中心或

民众重要性的理论话语，“以民众为中心”的公

共管理不仅在理论上强调以民众为中心，更是探

讨了推进“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的实现条

件及其制度设计[55]。李文钊在奥斯特罗姆、胡德、

西蒙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将“界面”作为分

析单位，研究“界面”自身的特征、内部结构、

外部环境、功能与目标，从而建构了一个关于界

面的理论范式来讨论当前的治理改革[56]。后来，

李文钊教授等人又基于江苏省徐霞客镇的改革

案例运用界面治理理论进一步解释了“放管服”

改革的内在逻辑[57]。可以说，虽然地方政府经济

职能的履行方式因时势变迁而发生多次嬗变与

升级，即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再到

当前的“经营营商环境”，但是地方政府的发展

型取向在本质上却没有发生变化。 

(三) 地方制度主义 

当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分权和晋

升激励约束下的制度供给是地方政府行为影响

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路径，但无论是“中国特色

财政联邦主义”还是“政治锦标赛”都集中探讨

国家的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地方性社会制 

度)的考察还相对较少[58]。其实，在中国社会存在

着大量被广泛认可的地方性社会制度。这类制度

在无形之中支持或阻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

台湾学者陈志柔在研究中国大陆农村财产权制

度变迁时提出了地方制度主义的解释框架，认为

单单依靠国家官僚制度以及市场机制是难以有

效地解释中国地方发展的特殊性，唯有加入地方

制度的分析，充分了解地方社会制度与国家和市

场的互动过程，将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网络、地

方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考虑在内，才能完整地解

释地方政府的真实样态[59]。 

1. 助力式的发展型取向 

地方性社会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传统习俗，它以村规民约、

村风民俗的形式抑制乡村事务中可能出现的机

会主义行为，减少了交易成本。目前，学界主要

围绕民间社会的理和地方市场社会主义对此进

行了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民

间社会的理。曹正汉教授通过珠江三角洲在滩涂

围垦过程中产生的法与理的冲突，系统研究了

“民间社会的理”，尽管其与正式法律制度存在

冲突，但由于它可以降低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

能提高围垦滩涂的速度，和解决工商业用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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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地方政府采纳了民间社会的理，欣然变

阻力为助力 [60]。其二，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林南

教授[61]、周雪光教授[62]通过详实的案例研究了地

方政府运用亲族关系网络这一社会文化力量在

增强自身权威、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深入阐释了地方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说，

地方政府在积极履行经济职能过程中发现并应

用了地方的社会情境，以创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

念借力地方性社会制度来推动地方经济又好又

快地发展。 

2. 参与式的发展型取向 

当然，在中国也存在一些与地方政府的发展

型取向相背离的地方性社会制度，最为典型的即

是邻避抗争。由于地方社会普遍存在邻避情结，

公众常常会抵制地方政府推行的关乎经济发展

的邻避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地方政府的

治理模式开始从强制推行向镶嵌社会转变，即通

过公众参与的方式来改变或消解地方社会制度。

目前，学界主要通过对政策营销和全过程民主对

此进行有力回应。第一，政策营销。地方政府在

履行经济职能过程中已不仅仅局限于强制灌输、

利益动员和信息发布等方式，而是更加重视政策

目标群体，注重分析识别、评估预判、匹配满足

公众需求，并通过政策营销的方式来达成政府与

公众的共识[63]。第二，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

的落地离不开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实施，从问题建

构、议程设置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再到政策评

估的所有环节，地方政府都需回应社会公众完整

的参与权，这是提高政策质量的全景考虑，这样

才能使全过程民主真正嵌入到公共政策过程中，

达到二者的有机统一和共同推进[64]。可以说，当

前地方政府在推行发展型的邻避项目时更加注

重社会的镶嵌，实施全过程的公众参与，进一步

夯实经济职能履行的社会基础。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一个以发展为第一

要务的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可以

说，这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其

中的行政体制优势不可或缺，这也正是公共行政

学视角下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在中国情境

下的公共行政实践中，纵向维度产生了代理型发

展主义的央地关系，横向维度产生了地方统合主

义的政市关系与地方制度主义的政社关系，而在

这央地、政市与政社的三维关系中塑造了地方发

展型政府。其中，在央地关系中产生了压力型体

制、行政发包制、项目制与目标管理责任制；在

政市关系中产生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企业家

型政府、“行政—政治—公司统合模式”与以“民

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在政社关系中产生了民

间社会的理、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政策营销与全

过程民主。而地方发展型政府在上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行政体制的一系列治理机制或模式中都

扮演着主体角色或核心角色，并在地方上代表国

家。因此，寻求中国发展模式的公共行政学视角，

有利于重新发现中国情境下的公共行政实践，以

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深化，从而推动公共行政学

面向中国实践围绕职能履行进行知识再生产。 

不可否认，我们的制度体系也存在一定的缺

陷，仍需完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可以说，如同“忒修斯之船”一样，不断的

改革与创新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所在，中国的

发展道路就是无数次的改革与创新铺就的。当前

存在的一系列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也

必然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并且现在也正处于全

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与深水区。随着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高质量发

展的发展观念等改革红利的落地，中国发展模式

在新时代很可能迎来新的飞跃。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再次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

时代命题推向了新的高度，并明确为全党的一项

重大战略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四个自信”的

引领下，持续开发、积聚与用足制度优势，并通

过不断地改革、创新与学习来克服而不是掩盖制

度缺陷，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以“中国之制”助推“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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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理念型”指的是把发展型国家的历史经验抽象化，

抽出主要成分，给予具有概化的标签。 

②   彭勃教授等人指出，发展型公共政策是地方政府以经

济发展为取向，往上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行动指南，

对下以本行政区域为管辖范围，综合运用政治、经济、

行政、法律、社会等多种手段，采取以经济增长作为

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策模式。详见论文《发展型

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制度—机制—行动的三维视

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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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ret of the Chinese miracle lies in the choice of the Chinese model, but there has been no perspectiv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odel in the academia up to now. By conducting a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model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we find that the local developmental government 

construc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state. This interpretation path, which takes the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functions as the central axis and takes the formation, operation and effect of local developmental government 

as the narrative clue, provides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odel. The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r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local 

developmental govern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 frameworks according to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ese three are: local developmentalism of the agent type,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and local institutionalism. Seeking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l 

is conducive to rediscovering the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so as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the Chinese mode, and to contribute theoretical strength to open up a new realm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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